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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将所有权结构和贸易方式引入标准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分

析不同所有权结构和不同贸易方式下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排序，以及出

口企业相对于内销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在此基础上，通过匹配中国工

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和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对理论模型的预测进行实

证检验。本文揭示了中国工业企业出口-生产率关系的特殊表现：（1）

从事中介贸易的纯出口企业和从事一般贸易的外资纯出口企业的生

产率低于内销企业；（2）在外资纯出口企业中，加工贸易模式下的临

界生产率最高，一般贸易模式下的临界生产率最低；（3）在内资纯出

口企业中，加工贸易模式下的临界生产率最高，中介贸易模式下的临

界生产率最低。本文扩展了异质企业贸易模型的研究视角，关注企业

在生产率之外突破国外市场进入成本的手段选择。由此带来的实践启

示是，对于我国工业企业在开放背景下的竞争力和获利能力的关注，

不能仅局限于生产过程的效率提升。在缺乏品牌、知识产权和营销渠

道等因素的支撑的情况下，高生产率既不能转变为高市场竞争力，也

不能转变为高盈利。因此，应该关注直接生产过程以外的影响企业竞

争力的因素，这一点对于我国生产企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尤为重要。 

 

关键词：异质企业贸易模型、所有权结构、贸易模式、出口企业生产

率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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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参与出口市场需要支付比国内市场更高的进入成本，这是影响异

质企业贸易模型结论有效性的一个关键条件（Roberts & Tybout，1997；

Melitz，2003；Helpman et al.，2004；Costantini & Melitz，2008）。我

们必须注意到，有很多因素会影响这一条件的有效性。首先，与原生

的本土企业相比，外资企业在一国开始生产和销售活动以前，可能已

经具备了国外的销售经历和现成的营销与分配网络。其次，即便企业

自身没有现成的国外营销和分配网络，也可以选择加工贸易和中介贸

易等出口模式，从而利用其他企业已经在国外建立的销售和分配渠

道。第三，一国内部市场并不是毫无摩擦的，在产品从生产者到达国

内最终消费者的过程中同样需要支付运输成本和各种交易成本。所有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可能会改变国内和国外市场进入成本的对比关

系，进而改变异质企业贸易模型的基本命题。 

中国为此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也非常有吸引力的样本对象。首

先，中国国内市场存在高昂的运输成本和各种交易成本。其次，中国

47%左右的出口是由外资企业完成的。第三，中国 39%左右的出口是

加工贸易出口。1第四，中国有 20%左右的出口是通过中介机构完成

的间接出口（Ahn et al.，2011）。这就意味着，与异质企业国际贸易

模型的基准假设相比，中国企业在内销时需要支付市场进入成本，而

在出口时却可以因为外资身份或贸易模式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或

                                                        
1
 2013 年的数据。 



 

 

转移市场进入成本。将这一变化引入异质企业贸易模型的分析逻辑

中，可以得出一些不同于流行观点的判断。 

本文的分析延续了 Melitz (2003)、Bernard et al. (2003)以及

Helpman et al. (2004)等研究的逻辑过程。但是在模型的假设条件方面

做了不同设定，并且得出了不同于流行观点的结论。首先，生产企业

直接从事的一般贸易出口和加工贸易出口属于“直接出口”，通过中介

机构完成的出口属于“间接出口”。其次，在直接出口模式下，从事加

工贸易的生产企业将国外市场的进入成本转移给国外进口商，为此，

必须同比例让渡国外市场的销售收益。第三，外资企业在成立之前已

经具备了国外销售网络或国外销售经历，因此，外资企业的一般贸易

出口无需支付市场进入沉淀成本，并且这种成本节约不需要以收益转

移为代价。第四，在中介贸易模式下，所实现的不仅是国外市场进入

成本从生产企业向贸易中介的转移，更有源于贸易中介的专业化优

势、网络效应、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成本节约，因此，生产企业向

贸易中介让渡的国外销售收益小于其规避的国外市场进入成本。由

此，在加工贸易模式下，国外市场销售收益的下降完全抵消国外市场

进入成本的下降，生产企业的生产率与出口决策的关系不会改变；对

于外资生产企业从事的一般贸易出口，成本节约效应不会被全部抵

消，生产率与出口决策的关系会发生变化；在中介贸易模式下，成本

节约的影响也不会被完全抵消，生产率与出口决策的关系会发生变

化。 

本文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国内外现有相关研究。李春顶和尹翔硕



 

 

（2009）、李春顶（2010）、张杰等人（2010）、王华等人（2011）、

Lu et al. (2010, 2011)、戴觅和余淼杰（2011）等研究表明，我国工业

企业的出口行为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不完全符合异质企业国际贸易

理论的核心命题，由此提出了中国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的命

题。蔡洪滨（2011）、黄玖立和冼国明（2012）、徐蕾和尹翔硕（2012）、

张艳和田鹏（2012）、安虎森、皮亚彬和薄文广（2013）以及周世民

和沈琪（2013）等人认为，导致我国出口企业生产悖论的原因是国

内市场进入成本高于国外市场。Lu et al. (2010, 2011)以及盛丹（2013）

认为，外资企业能够利用国外大市场的规模效应和政策性优惠带来

的生产成本优势，以此弥补参与出口市场的额外成本，能够在不具

有生产率优势的情况下参与国外市场。李春顶（2010）、余淼杰

（2010）、戴觅和余淼杰（2011）等认为，我国的加工贸易企业以出

口为条件换取政府的优惠待遇，这样就能够在生产率很低的情况下

生存。这些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在这些研究中，国内

和国外市场进入成本是外生于企业的市场因素或国别因素，对生产

企业而言是给定不变的。其次，国外市场规模效应和针对出口的政

策性优惠对所有出口企业都是一样的，不应该导致出口-生产率关系

在不同企业中出现显著差异。而且，在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之下，

加工贸易企业能够获得的政策性优惠，一般出口企业和内销的 FDI

企业也能全部或部分获得。这无法解释出口-生产率关系在不同企业

中的不同表现。本文将国外市场进入成本与企业所有权结构以及出

口贸易模式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国外市场进入成本和



 

 

收益是给定不变的，但是生产企业必须支付的市场进入成本以及能

够获得的出口收益，也会随着所有权结构和出口贸易方式的变化而

变化。 

Bernard et al. (2011)、Chaney (2011)、Manova & Yu (2012)以及

Bridgman (2013)等研究提出，生产企业所承担的国外市场进入成本不

是给定不变的，而是依赖于进入国外市场的方式选择。Manova & Yu 

(2012)认为，在加工贸易出口模式下，企业无需承担或者无需全部承

担进入国外市场的成本。Chaney（2011）认为，利用已有的国际关系

网络或国外市场的销售历史可以降低企业进入国外市场的成本。Ahn 

et al. (2011)具体分析了中国企业在直接出口和通过贸易中介的间接

出口之间的选择。给定不同出口模式下的成本和收益结构，企业根据

自身的生产率水平选择出口模式。在企业生产率不够高，没有能力在

国外建立分销网络的情况下，贸易中介为企业进入国外市场提供了渠

道。本文对这些研究思路进行了扩展性运用。特别是，在理论模型中

综合考虑了所有权结构和出口贸易模式对企业必须支付的国外市场

进入成本以及能够获得的出口收益的影响，由此对企业的出口-生产

率关系做出新的判断。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对相关文献的总结与评

论；第三部分是对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关系的理论分析；第四部分

是利用中国工业企业财务数据和海关进出口数据的实证分析；第五部

分是全文的结论。 

 



 

 

二、关于中国工业企业出口-生产率关系的文献综述 

过去几年中，随着微观数据可获得性的提高，出现了大量以中国

工业企业为对象的实证研究，力图澄清中国工业企业的出口行为与生

产率之间的联系。张杰等人（2008）基于江苏省本土制造业企业微观

数据的研究表明，在总体上 TFP 是促进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的因素，但

是如果按企业规模和产品特性划分，企业出口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存

在显著差异。唐宜红和林发勤（2009）利用 2005 年的工业普查数据

对异质企业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生产率越高的

企业越容易出口，并且外商投资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更容易出口。易

靖韬（2009）利用 2001-2003 年浙江省的企业面板数据对企业出口决

策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只有那些生产率高、规模大的企业

才会选择出口。张礼卿和孙俊新（2010）利用 2004-2007 年规模以上

制造企业的数据检验出口与企业 TFP 的关系，结果表明出口行为是高

生产率企业的自我选择。基于这些经验研究，中国工业企业出口行为

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符合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逻辑。 

然而，一旦将企业规模、年龄、所有权结构、地区分布、行业分

布以及贸易方式等因素引入实证分析，结果将发生显著变化。李春顶

和尹翔硕（2009）和李春顶（2010）在分行业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中

国出口企业的平均生产率低于非出口企业，存在出口企业的“生产率

悖论”，并且这一现象主要表现在沿海企业、小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

张杰等人（2010）发现外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出口之间呈现显著负

相关关系，这意味着生产率越低的外资企业越倾向于出口。王华等人



 

 

（2011）认为，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竞争力主要来自廉价劳动力带来的

低成本优势，而不是生产率优势。另一方面，中国国内市场分割加大

了企业进入国内其他地区市场的成本，导致企业具有较强的出口动

机。两方面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中国企业的出口选择偏离异质企业

贸易理论的逻辑。Lu et al.（2010、2011）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制造

业外资企业中，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低于非出口企业。具体来说，在外

资企业中，纯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最低，纯内销企业的生产率最高，既

有出口又有内销的企业生产率居中。戴觅和余淼杰（2011）的研究表

明，既有出口又有内销的企业的生产率一般高于非出口企业，这满足

标准的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纯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低于非出口企

业，这与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相悖。基于这些研究，中国存在出口

企业的“生产率悖论”或“生产率之谜”。 

对于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之谜，现有研究提出了多种解释。首

先，中国国内市场存在的商业环境不完善、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高昂、

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问题，导致国内市场的分割

或“零碎化”以及高昂的市场销售成本。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面临的国内

市场规模较小且进入成本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高生产率企业才

能进入国内市场，低生产率企业被迫放弃国内市场而选择出口。朱希

伟、金祥荣和罗德明（2005）、蔡洪滨（2011）、黄玖立和冼国明（2012）、

徐蕾和尹翔硕（2012）、张艳和田鹏（2012）、安虎森、皮亚彬和薄文

广（2013）以及周世民和沈琪（2013）等研究，都是从这个角度解释



 

 

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谜。2第二，生产国际化的背景下，外资企业

能够利用国外大市场的规模效应和政策性优惠带来的生产成本优势，

以此弥补参与出口市场的额外成本，能够在不具有生产率优势的情况

下进入国外市场。Lu et al.（2010、2011）在异质企业模型中引入市

场不对称性和生产国际化，对中国外资企业的出口决策与生产率的关

系以及“纯出口企业”现象进行了解释。盛丹（2013）认为，中国普遍

存在的地方性行政垄断以及对外资企业的诸多限制及政策引导，使得

外资企业在国内市场的进入成本高于内资企业；另一方面，相比于国

内企业，外资企业的出口成本更低。这就导致外资出口企业的生产率

水平显著低于非出口企业。第三，加工贸易企业或中小企业为了降低

成本和缓解信贷约束，具有优先选择国外市场的内在动机。李春顶

（2010）、余淼杰（2010）、戴觅和余淼杰（2011）等研究认为，中国

的加工贸易企业以出口为条件换取政府的优惠待遇，这有助于降低企

业的边际生产成本。这样，加工贸易企业在生产率很低的情况下能够

生存。因此，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加工贸易出口。戴觅、余

淼杰（2011）的研究表明，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谜的原因在于大量

“纯出口企业”的存在，而且纯出口企业大多是加工贸易企业。韩剑和

王静（2012）利用金融约束来解释中国企业的高出口倾向。中小企业

在面临金融抑制和信贷约束的情况下，存在“为缓解金融信贷约束而

出口”的动机。 

这些解释力图将中国经济的宏、微观特征融入异质企业贸易理论
                                                        
2
 周世民和沈琪（2013）的研究稍显不同。他们认为，在国内市场分割的条件下，由于进入本国异地市场

的沉淀成本高于进入外国市场的沉淀成本，从而会内生出一类特殊的企业，这类企业只在本地和国外销售，

不在国内异地销售。 



 

 

的分析框架，对于我们深入思考中国企业的出口-生产率联系具有启

示意义。但是这些解释也存在明显的不足。首先，国内市场分割和高

销售成本是一种普遍现象，对不同类型企业的歧视性并不明显。这无

法解释生产率-出口关系在不同类型企业中的差异性表现。其次，国

外市场规模和针对出口的政策性优惠对所有企业都是一样的，不应该

导致出口-生产率关系在不同企业中出现显著差异。在出口导向型增

长战略之下，加工贸易企业能够获得的政策性优惠，一般出口企业和

内销的 FDI 企业也能全部或部分获得。所以，政策性因素透过边际成

本渠道对出口-生产率联系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而且，随着中国经

济的迅猛发展，国内市场的现实规模迅速扩大，在此背景下，继续假

设国外市场规模显著大于国内市场，这缺乏逻辑合理性和经验支持。

第三，在平均意义上，外资企业的生产率水平高于内资企业，进一步

考虑到外资企业相对于内资企业获得的各种显性或隐性优惠，外资企

业和内资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的销售成本对比是不确定的。这样，就无

法针对外资企业市场选择的异常表现给出逻辑一致的解释。第四，为

了利用国外大市场的规模效应、获取针对出口的政策性优惠、突破国

内信贷约束，企业具有优先选择出口的动机。但是，为什么在生产率

较低的企业中，只有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才能把这一动机转变为

现实，内资企业或一般贸易企业却无法做到这一点？针对这一点，同

样也缺乏逻辑一致的解释。 

 

 



 

 

三、对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关系的理论分析 

（一）建模的基本思想 

面对理论逻辑与中国经验证据的矛盾，现有研究尚缺乏内在逻辑

一致的解释。这就需要重新回到异质企业贸易理论的逻辑框架内，思

考理论模型的关键假设条件是否适用于中国的现实情况。如前所述，

作为异质企业贸易理论的关键假设，“企业在参与出口市场时必须支

付额外的市场进入成本”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在分析中国企业出口

行为时，我们不能先验地接受异质企业贸易理论关于国内外市场进入

成本差异的设定。那么，应该如何改变关于国内外市场进入成本的设

定？ 

黄玖立和冼国明（2012）、徐蕾和尹翔硕（2012）以及周世民和

沈琪（2013）等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在进入国内市场时需要支付较高

的进入成本。Ahn et al. (2011)、Bernard et al. (2011)、Chaney (2011)、

Manova & Yu (2012)以及 Bridgman (2013)等研究表明，企业所承担的

国外市场进入成本不仅受出口贸易方式的影响，而且受企业所有权结

构的影响。由此可以认为，与标准异质企业贸易模型相比，中国企业

面临的国内市场进入成本较高，3而在特定贸易模式或所有权结构下

必须支付的国外市场进入成本较低。这样，对中国企业而言，国内市

场和国外市场在进入成本上的对比关系将会显著地不同于标准异质

企业贸易模型的设定。 

延续微观分析的基本逻辑，成本对比关系的变化是否会改变企业

                                                        
3
 在 Melitz (2003)等人的标准异质企业贸易模型中，国内市场进入成本为 0。 



 

 

在内销和出口之间的选择，依赖于收益的变化。在加工贸易模式下的

出口行为中，出口企业将国外市场的进入成本转移给国外进口商，为

此，必须同比例让渡国外市场的销售收益。4外资企业在成立之前已

经具备了国外关系网络或国外销售经历，因此，外资企业的一般贸易

出口无需支付市场进入的沉淀成本，并且这种成本节约不需要以收益

转移为代价。在中介贸易模式下，所实现的不仅是国外市场进入成本

从生产企业向贸易中介的转移，更有源于贸易中介的专业化优势、网

络效应、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成本节约，因此，生产企业需要向贸

易中介让渡的国外销售收益相对较小。由此，在加工贸易模式下，国

外市场销售收益的下降完全抵消国外市场进入成本的节约，生产率与

出口的关系不会改变；对于外资一般贸易出口企业，成本节约效应不

会被全部抵消，生产率与出口的关系会发生变化；在中介贸易模式下，

成本节约的影响也不会被完全抵消，生产率与出口的关系会发生变

化。 

（二）理论模型 

借鉴 Melitz（2003）、Constantini & Melitz（2008）、Aw et al.（2009）、

Ahn et al.（2011）以及 Manova & Yu（2012）的理论逻辑，本文展开

如下的模型分析。 

1、国内市场存在进入成本情况下的内销临界生产率 

消费者具有 CES 偏好，对异质产品的总消费指数为： 

                                                        
4
 国外市场总销售收益在出口企业和国外进口商之间的分配，依赖于出口企业和国外进口商在包括生产成

本和市场进入成本在内的总成本中的承担比率。参见：Manova & Yu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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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是可获得的异质产品的连续统； )(q 是对异质产品种类 的

消费数量；  是给定不变的替代弹性， 1 。总价格指数为：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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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异质产品 的需求函数为： 

  )()( pAq                     （3） 

其中



P

Q
A 代表总市场规模。 

假定企业具有如下的生产成本函数 

            qfqtc d 


1
)(                         （4） 

其中，是企业的生产率， df 是固定生产成本。在这样的成本函数

下，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并且边际成本不变。 

与 Melitz 等人的研究不同，本文假定国内市场同样存在可变贸易

成本和沉淀成本，分别为 d 和 ds
5。垄断竞争企业在国内市场销售的

利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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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销售的临界生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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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Melitz 等人的研究相比，在考虑到国内市场进入成本之后，国内市

                                                        
5
 本文没有区分固定成本和沉淀成本，这等价于假定沉淀成本可以分摊在每一阶段。市场进入沉淀成本时

企业在初次进入目标市场时一次性支付的。根据 Melitz (2003)的分析，在不考虑生产率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沉淀成本的一次性支付和平均分摊在每个阶段是没有差异的。因为我们在此不打算分析企业的行业进入决

策，所以，可以忽略生产率不确定性的影响。 



 

 

场销售的临界生产率水平提高。 

2、不同贸易模式下的出口临界生产率 

考虑三种出口模式：一般贸易出口、加工贸易出口和中介贸易出

口。前两种是生产企业的直接出口，第三种是借助于贸易中介机构的

间接出口。在直接出口模式下，进入国外市场的沉淀成本和可变贸易

成本分别为 fs 和 f 。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之间的选择不会影响这两种

成本，但是会导致成本的承担主体发生变化。在一般贸易模式下，国

外市场进入成本由生产企业承担；在加工贸易模式下，国外市场进入

成本由国外进口商承担。间接出口模式下进入外国市场的沉淀成本和

可变贸易成本为 is 和 i ，并且这些成本由贸易中介承担。与直接出口

相比，间接出口模式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成本节约效应，这是源于贸易

中介机构的专业化优势、网络效应、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因此，

fi ss  、 fi   。 

（1）一般贸易出口 

产品在国外市场的定价和销售量分别是









f

xp 
1-

)( 和






  )()(

fF

x Aq 。国外市场的总销售收益为 







  1)
1-

(
fF

x AR 。为了

在国外市场上销售 xq 的产品，生产企业需要承担生产成本和国外市

场进入成本，即 fdfx sfq  


1
。按照 Manova & Yu (2012)的思路，根据

总成本分担比例来分配国外市场销售收益。在一般贸易出口模式下，

国外市场销售收益全部归生产企业。这样就可以得到生产企业的出口



 

 

利润和临界生产率分别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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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工贸易出口 

在加工贸易出口模式下，国外市场销售收益以及总成本与一般贸

易出口模式一样。但是在总成本中，生产企业只承担生产成本

dx fq 


1
，国外进口商承担国外市场的进入成本 f

f

x sq  )1(
1




。按

照成本分担比例，生产企业获得的出口收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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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生产企业在加工贸易模式下的出口利润和临界生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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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外市场销售收益在出口企业和国外进口商之间的分配依

赖于成本分担比例，所以，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之间的选择不会影响

企业出口的临界生产率水平。 

（3）中介贸易出口 

                                                        
6
 在考虑国内市场进入成本的情况下，内销不一定是企业的静态选择，所以，企业需要利用出口收益来弥

补固定生产成本。 



 

 

在中介贸易模式下，总成本为
idiix sfq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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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企业在中介贸易模式下的出口利润和临界生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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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理论命题及扩展 

在不考虑市场规模差异以及需求价格弹性差异的情况下，市场进

入成本决定了内销和出口以及不同出口贸易模式下临界生产率水平

的高低。假定直接出口模式下的国外市场进入成本最高，间接出口模

式下的国外市场进入成本最低，国内市场进入成本居中，即 fdi sss 

和 fdi   。这样就可以得出： 

          pxoxdix                              （14） 

对于企业的加工贸易出口行为，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在加工贸易

模式下，生产企业不仅没有国外的营销渠道，而且，许多生产企业没

有自身的品牌和知识产权，他们所承担的只是单纯的“贴牌生产”。因

此，无论国外市场销售收益是多少，生产企业能够获得的只是微薄的

加工费。这样，生产企业所能获得的出口收益将会远低于（9）式的

                                                        
7
 Ahn et al.（2011）认为，贸易中介在完成出口的过程中，不仅要支付可变贸易成本和市场进入沉淀成本，

还要支付包括重新包装和贴标签等在内的贸易中介费用，而且中介费用全部转嫁给最终消费者。事实上，

包括重新包装和贴标签等在内的贸易中介费用，并不是贸易中介机构特有的成本因素。生产企业在直接出

口时，同样也需要支付这些费用。这包含在 Tybout 和 Melitz 等人所界定的国外市场进入成本中。基于这样

的考虑，本文没有单独考虑贸易中介费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争议中介费用是否能够全部转嫁给最终消

费者。 



 

 

设定。在此情形下，生产企业需要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水平，才能参与

出口市场。因此， 

         pxoxdix                               （15） 

外资企业所从事的一般贸易出口行为也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外资

身份意味着生产企业可能具有事前的国外销售经历和国外营销网络，

因此，外资企业在一般贸易模式下的出口可以借助自己的或国外母公

司的销售网络。这样，外资企业的一般贸易出口就无需重复支付国外

市场的进入沉淀成本。外资企业从事一般贸易出口的临界生产率变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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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13）式和（16）式。虽然 fi   ，但是如果两者的差异很

小，我们就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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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 f

ix

f

ox   。这样就可以得到如下的适用于外资企业的

生产率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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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5）式，在内资纯出口企业中，加工贸易企业的临界生产

率最高，中介贸易企业的临界生产率最低，一般贸易企业居中；从事

中介贸易的内资纯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低于内销企业，即存在“生产率

悖论”。 

根据（18）式，在外资纯出口企业中，加工贸易企业的临界生产



 

 

率最高，一般贸易企业的临界生产率最低，中介贸易企业居中；从事

一般贸易和中介贸易的外资纯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低于内销企业，存在

“生产率悖论”。 

五、实证分析 

（一）数据说明 

本文运用 2003-2007 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和 2005 年

的海关进出口数据库。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统计了全部国有企业

和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基本情况和

财务数据信息。海关数据记录了所有参与国际贸易企业的进出口记

录。 

由于 2004 年的工业企业数据中缺少出口和增加值等关键指标，

所以本文使用 2003、2005、2006 和 2007 年四年的数据。为了提高估

计结果的可靠性，对数据进行如下清理：1）剔除总资产、工业总产

值、固定资产净值和销售额等关键指标缺失的样本；2）剔除不满足“规

模以上”标准的观测值；3）剔除明显不符合会计原则的观测值；84）

保留所有年份均存在的企业，构建一个平衡面板数据；9 5）利用分

类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对各年份的销售额、出口额、固定资本、中

间投入和可变成本等进行平减，并以 2007 年不变价格进行折算；6）

统一各年的企业名称及代码。10经过以上处理，共得到来自 103697

                                                        
8
 如出口为负数，出口额大于销售额，流动资产大于总资产，固定资产大于总资产，累计折旧小于当期折

旧，实收资本小于或等于 0，销售利润为 0 等。 
9
 本文测算生产率的算法来自 Aw et al.（2009）。因为该方法在测算生产率时要用到滞后一期的数据，如果

不是平衡面板的话，滞后一期的数据就会缺失，为此，本文构建平衡面板数据。 
10

 具体方法是：1）.提取名称和代码完全匹配的样本；2）.若同一代码不同名称各年份都有且只有一条记

录，则视为同一企业；3）.若不同代码同一名称各年份有且只有一条记录，则视为同一企业；4）最后将同



 

 

家企业的 414788 条样本数据。 

利用 2005 年的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识别企业的出口贸易方式。

之所以选择 2005 年，一方面是基于数据可获得性及完整性的考虑；

另一方面是因为 2005 年取消了出口许可制度，这使得企业行为较之

前较少受到制度的干扰（Ahn et al.，2011）。海关数据记录了所有进

出口企业的海关代码、名称、电话、邮编以及进出口的种类、数量、

价格和贸易方式等。首先剔除所有的进口记录，剔除企业名称为空的

记录，并对电话和邮编进行标准化处理。在此基础上提取 2005 年所

有海关编码不同的企业信息，包括海关代码、企业名称、电话、邮编

和贸易类型的相关信息。 

通过匹配 2005 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识别企业的出口

贸易方式。本文结合余淼杰（2011）和 Tang（2011）的匹配方法，

依据电话、邮编和企业名称三项关键指标分别进行精确及模糊匹配。

具体匹配方法如下：1）加区号的电话号码完全一致，并且企业名称

完全相同，则视为匹配；2）通过剔除“公司”、“股份”、“有限”和“集

团”等字段，对两个数据库中的企业名称进行标准化处理，在此基础

上，如果企业名称能够一一对应，则视为匹配；3）剔除一库中企业

名称中的地名信息后的字段，若包含在另一库的企业名称中，且邮政

编码相同，则视为匹配；4）分别用两库中企业名称的标准化字段进

行两次模糊匹配，若一库的字段包含在另一库的字段中，且一一对应，

则视为匹配。利用这样的方法，本文匹配出工业企业数据库中 50%的

                                                                                                                                                               
一企业的代码及名称进行统一。 



 

 

数据。与 Tang( 2011)匹配的 70% 相对较低，这与之前所做的数据清

理有一定关系。 

在对两个数据库进行匹配的过程中，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有出口

记录，并且也存在于海关出口数据库中的企业，记为“直接出口企业”，

并根据贸易方式分为“一般贸易出口”和“加工贸易出口”，共有 17926

条样本；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没有出口记录，并且也没有出现在海关

出口数据库中的企业，记为“纯内销企业”，共 63238 条样本；3）在

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有出口记录，但是没有出现在海关数据库中的企

业，记为“间接出口企业”，共 18580 条样本。间接出口企业是一类比

较特殊的企业，这类生产企业自身并不直接从事国际贸易，而是通过

专门的贸易中介出口产品。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匹配过程得到的“间接出口企业”中，有一

部分可能是不真实的。因为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某些在工业企业数据

库中有出口行为的企业，在海关数据库中也有对应的统计，但是由于

数据匹配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技术性问题，我们未能将两者匹配到一

起，进而误认为这些企业是“间接出口企业”。这将导致对工业企业间

接出口行为的高估。虽然如此，但是我们依然认为上述估计具有可靠

性和合理性。首先，根据已有的文献，从事间接出口的工业企业的平

均规模相对较小。在本文所考察的 30 个工业行业，有 23 个行业满足

这一特征。其次，本文在数据匹配中得到的 2005 年中介贸易总额为

1975 亿美元，这高于 Ahn et al.（2011）估算的 1678 亿美元。但是考

虑到 Ahn 等人对中介贸易规模的估计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本文的估



 

 

算应该具有可靠性。 

此外，本文在计算企业生产率时，使用的是 2003、2005、2006

和 2007 年的数据。因为企业生产率的计算过程存在迭代回归的需要，

所以需要使用多年数据。本文在识别企业贸易方式和对企业生产率-

出口关系进行回归分析时，只使用了 2005 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

数据。这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 2006 和 2007 年的海关数据不

完全，无法单独匹配；二是我们假设各年份间企业的出口贸易方式不

会有明显变化11，因此，基于 2005 年数据的分析足以说明我们希望

讨论的问题。 

（二）描述性统计 

在 2003 至 2007 的区间内，平均 34%的工业企业参与出口。外资

企业比内资企业具有更高的出口倾向，67%的外资企业参与出口，23%

的内资企业参与出口。两种企业出口额占总销售额的比例存在明显差

异，内资企业出口额占销售额的比例在 10%左右，外资企业的这一比

例达到 42%左右。外资企业出口总额占全部企业总出口额的比例达到

69%。（见表 1a） 

 

表 1a                      内、外资企业的出口行为 

% 2003 2005 2006 2007 平均 

出口企业的数量占比 32.29  35.21  34.99  33.28  33.94 

外资企业 65.55  67.46  67.61  67.12  66.94 

内资企业 21.46  24.36  24.04  21.82  22.92 

出口额/总销售额 20.98  20.74  21.39  20.11  20.75 

外资企业 40.93  41.86  43.47  41.70  42.11 

内资企业 9.92  9.67  10.02  9.62  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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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宏观层面中国出口贸易类型的变化，主要是企业进入和退出的结果，不是已有企业的出口贸易方式的

转变；在微观层面，企业出口贸易方式的变更需要经过一系列严格的审批和登记程序，在短期中的调整并

不灵活。 



 

 

外资企业出口额/总出口额 69.59  69.40  69.08  67.84  68.83 

 

在企业数量方面，外资企业中既出口又内销的企业最多，纯出口

企业最少，纯内销企业居中；内资企业中纯内销企业最多，纯出口企

业最少，既内销又出口的企业居中。在销售规模方面，无论是内资企

业还是外资企业，纯出口企业的销售规模都是最小的。具体来看，内

资纯出口企业销售规模占所有内资企业总销售额的比例只有 1.4%左

右，外资纯出口企业销售规模占所有外资企业总销售额的比例只有

11.7%左右。进一步结合企业数量占比，内资企业中纯出口企业的数

量占比为 4.3%左右，外资企业中纯出口企业的数量占比为 21.7%左

右。这意味着，无论是外资企业还内资企业，纯出口企业的平均规模

均低于纯内销企业和既内销又出口企业。在所有企业中，内资纯出口

企业的平均销售规模最小。（详见图 1b、1c） 

 

表 1b             外资和内资企业的销售市场选择 

企业数量占比（%） 2003 2005 2006 2007 

外资企

业 

纯内销 34.41  32.54  32.39  32.88  

既出口又内销 42.57  45.78  46.26  46.22  

纯出口 23.02  21.68  21.35  20.90  

内资企

业 

纯内销 78.53  75.64  75.96  78.18  

既出口又内销 17.31  20.03  19.61  17.67  

纯出口 4.16  4.33  4.44  4.15  

 

表 1c               外资和内资企业的销售规模 

销售额占比（%） 2003 2005 2006 2007 

外资企业 

纯内销 25.44  26.90  23.29  24.55  

既内销又出口 60.81  61.63  65.61  64.84  

纯出口 13.75  11.47  11.10  10.60  

内资企业 

纯内销 54.12  53.10  53.38  54.94  

既内销又出口 44.26  45.56  45.29  43.93  

纯出口企业 1.62  1.34  1.33  1.13  



 

 

 

从出口企业的贸易模式来看，从事中介贸易的企业数量最多，从

事一般贸易的企业数量次之，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数量最少。在内资

企业中，加工贸易出口企业的数量占比约为 0.4%，一般贸易出口企

业的数量占比为 9.5%，中介贸易出口企业的数量占比为 15.2%。在外

资企业中，相应的占比分别为 18.4%、24.5%和 29.5%。在外资纯出口

企业中，从事加工贸易的平均规模最大，从事一般贸易的规模最小；

在外资既内销又出口企业中，从事中介贸易的平均规模最大，从事一

般贸易的规模最小。对于内资企业，无论是纯出口企业、还是既内销

又出口企业，均是从事加工贸易的规模最大，从事中介贸易的规模最

小。（详见表 1d、1e 和 1f） 

 

表 1d      外资、内资各出口类型企业数量占比（2005 年）12 

% 纯出口 既内销又出口 总和 

外资 

一般贸易 5.02 19.46 24.48 

加工贸易 8.84 9.53 18.38 

中介贸易 9.43 20.04 29.46 

内资 

一般贸易 1.26 8.24 9.50 

加工贸易 0.06 0.33 0.40 

中介贸易 3.14 12.02 15.15 

 

表 1e      外资、内资各出口类型企业平均销售规模（2005 年） 

百万人民币 纯出口 既内销又出口 纯内销 平均规模 

外资 

一般贸易 49.16 185.41 - 157.49 

加工贸易 147.17 304.63 - 228.85 

中介贸易 96.02 330.38 - 255.40 

纯内销 - - 158.51 158.51 

内资 

一般贸易 51.90 332.50 - 295.34 

加工贸易 149.74 934.78 - 809.17 

中介贸易 32.38 243.08 - 1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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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中未包括只进行内销的企业，故所有比例之和小于 100%。 



 

 

纯内销 - - 82.34 82.34 

 

表 1f      外资、内资各出口类型企业出口额占比（2005 年） 

% 纯出口 既内销又出口 

外资 

一般贸易 2.76 10.92 

加工贸易 14.58 22.57 

中介贸易 10.14 39.02 

内资 

一般贸易 5.13 38.14 

加工贸易 0.75 5.21 

中介贸易 7.98 42.8 

 

（三）企业生产率的估算 

本文利用 Aw et al.（2009）的方法估算企业生产率。13根据估算结

果，分所有权结构、分销售行为和分贸易方式的平均生产率情况如表

2所示。从表 2可以看出，无论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既内销又

出口企业的生产率高于纯内销企业的生产率。但是，纯出口企业的生

产率却可以低于纯内销企业。具体来看，在外资企业中，一般贸易和

中介贸易纯出口企业的平均生产率低于纯内销企业；在内资企业中，

中介贸易纯出口企业的平均生产率低于纯内销企业。 

 

表 2            不同类型企业的平均生产率（2005 年） 

 
纯出口 既内销又出口 纯内销 平均生产率 

外资 

一般贸易 0.850  0.911  - 0.898  

加工贸易 0.894  0.947  - 0.921  

中介贸易 0.868  0.955  - 0.927  

纯内销 - - 0.887  0.887  

内资 

一般贸易 0.859  0.954  - 0.942  

加工贸易 0.906  1.055  - 1.031  

中介贸易 0.804  0.897  - 0.878  

纯内销 - - 0.840  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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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方法参见：Aw et al.（2009）。 



 

 

（四）不同企业和不同贸易方式下的出口-生产率关系 

为了进一步检验理论判断，选择企业类型、出口类型及内销作为

自变量，同时控制企业年龄、规模、行业以及地区等，对生产率进行

回归。具体回归方程如下： 

itititit

itit

j k l

jklitjklit

indusregionage

scaleSSTFP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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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3

1

2

1

   

      （19） 

其中， itTFP 是前面核算出来的企业 i在 t时期的生产率； 1j 代表内

资企业， 2j 代表外资企业； 1k 代表一般贸易， 2k 代表加工贸易，

3k 代表中介贸易； 1l 代表纯出口， 2l 代表既出口又内销； jklitS 是

反映不同所有制企业在不同贸易模式下销售行为的虚拟变量； itS 是反

映外资企业纯内销行为的虚拟变量； itscale 是企业规模，用总销售规

模来衡量； itage 是企业年龄； itregion 是地区虚拟变量，包括西南、西

北、中南、华东、华北和东北六个地区； itindus 是行业虚拟变量； it 是

误差项。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                        出口-生产率关系的回归结果14 

因变量:TFP 

样本 全部 外资企业 内资企业 

 
1 2 3 

外资一般贸易纯出口 
0.0363*** -0.00539   

(0.00371) (0.00425)   

外资加工贸易纯出口 
0.0670*** 0.0161***   

(0.00379) (0.00444)   

外资中介贸易纯出口 
0.0492*** 0.00391   

(0.00325) (0.00384)   

外资一般贸易出口加内销 0.0744*** 0.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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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3 列基础组为内资纯内销企业，第 2 列基础组为外资纯内销企业。 



 

 

(0.00257) (0.00324)   

外资加工贸易出口加内销 
0.103*** 0.0514***   

(0.00418) (0.00498)   

外资中介贸易出口加内销 
0.112*** 0.0637***   

(0.00329) (0.00441)   

外资纯内销 
0.0505***     

(0.00209)     

内资一般贸易纯出口 
0.0403***   0.0372*** 

(0.00403)   (0.00406) 

内资加工贸易纯出口 
0.0780***   0.0824*** 

(0.0279)   (0.0289) 

内资中介贸易纯出口 
-0.00964***   -0.0137*** 

(0.00252)   (0.00258) 

内资一般贸易出口加内销 
0.105***   0.105*** 

(0.00251)   (0.00262) 

内资加工贸易出口加内销 
0.174***   0.177*** 

(0.0131)   (0.0140) 

内资中介贸易出口加内销 
0.0545***   0.0539*** 

(0.00225)   (0.00241) 

企业规模 YES YES YES 

企业年龄 YES YES YES 

地区虚拟变量 YES YES YES 

行业虚拟变量 YES YES YES 

样本个数 99639 24246 75393 

R2 0.215 0.223 0.197 

F 检验的 p值 0.0000 0.0000 0.0000 

注：括号中为 t 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著 

 

从表 3 的第一列可以看出，在外资企业中，一般贸易纯出口企业

和中介贸易纯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低于纯内销企业，存在“生产率悖

论”；在内资企业中，中介贸易纯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低于纯内销企业，

存在“生产率悖论”。上表第 2 和第 3 列分别对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进

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外资一般贸易纯出口企业和内资中介贸易纯

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是稳健存在的，外资中介贸易纯出口企业的

生产率悖论依然存在，但是不显著。 



 

 

在外资纯出口企业中，按照出口贸易方式进行的生产率排序为：

一般贸易<中介贸易<加工贸易；在既内销又出口的外资企业中，按照

出口贸易方式进行的生产率排序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中介贸易。

所以，在所有参与出口的外资企业中，同时进行内销和中介贸易出口

的外资企业的生产率最高，从事一般贸易纯出口的外资企业的生产率

最低。 

在内资企业中，无论是纯内销企业、还是既内销又出口的企业，

按照出口贸易方式进行的生产率排序都是：中介贸易<一般贸易<加工

贸易。在所有参与出口的内资企业中，同时从事内销和加工贸易出口

的内资企业的生产率最高，从事中介贸易纯出口的内资企业的生产率

最低。 

（五）对市场进入成本分担和出口收益分享的间接考察 

在现有可获得的企业数据中，无法对市场进入成本进行细分，即

具体考察沉淀成本和可变贸易成本。为此，我们只能笼统地考察生产

企业的销售成本。在工业企业的财务数据中广告投入和销售费用都与

销售成本有关。因为广告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固定投入的特性，所

以我们用广告费作为市场进入沉淀成本的代表。而企业的销售费用往

往与销售额直接相关，因此我们用单位销售额的平均销售费用作为企

业可变贸易成本的代表。 

我们分别用广告投入及单位销售额的平均销售费用作为因变量，

企业出口贸易类型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计量结果列在表 4 中。

根据表 4 第 1 列，对于外资出口企业，一般贸易模式下的市场进入沉



 

 

淀成本小于中介贸易；对于内资出口企业，中介贸易模式下的市场进

入沉淀成本低于一般贸易；无论是内资出口企业还是外资出口企业，

加工贸易模式下的市场进入沉淀成本都是最低的。这一结果佐证了我

们在模型中的设定，并且在第 2 和第 3 列的回归中稳健。根据表 4 第

4 列，无论内资出口企业还是外资出口企业，其可变贸易成本均是在

加工贸易模式下最小，其次是中介贸易模式，最高是一般贸易模式。

这与我们在模型中使用的假设一致，并且此结果在第 5 和 6 列的回归

中稳健。 

 

表 4                 对广告费及平均销售费用的回归结果 

因变量 广告费 平均销售费用 

样本 全部 外资企业 内资企业 全部 外资企业 内资企业 

  1 2 3 4 5 6 

外资一般贸易 
773.6*** 715.3**   0.0159*** 0.00310   

(217.4) (333.2)   (0.00208) (0.00264)   

外资加工贸易 
-72.15 -483.2   -0.00667*** -0.0131***   

(203.4) (419.4)   (0.000801) (0.00163)   

外资中介贸易 
1112.7* 836.5   0.00481*** -0.00547***   

(581.4) (623.5)   (0.000682) (0.00143)   

内资一般贸易 
217.5   488.6*** 0.00372***   0.00527*** 

(184.3)   (104.7) (0.000630)   (0.000638) 

内资加工贸易 
-733.9   120.1 -0.00594***   -0.00593*** 

(658.5)   (355.8) (0.00209)   (0.00214) 

内资中介贸易 
-53.61   131.3** -0.00204***   -0.000873 

(124.9)   (51.12) (0.000543)   (0.000548) 

企业规模 YES YES YES NO NO NO 

企业年龄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虚拟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虚拟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个数 99689 24285 75404 99689 24285 75404 

R2 0.021 0.034 0.069 0.076 0.094 0.080 

F 检验的 p值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注：括号中为 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著。 

 



 

 

无论是工业企业财务数据还是海关数据，都无法刻画和比较不同

贸易模式下国外市场销售收益的分配比例。我们只能通过对比不同贸

易模式下出口企业的盈利能力，佐证我们在模型中关于出口收益分配

比例的设定。我们分所有权结构、出口贸易方式和销售模式，对企业

的销售利润率进行对比。根据表 5，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一般贸易

的销售利润率都是最高的，中介贸易的销售利润率次之，加工贸易的

销售利润率最低。由此可以粗略地佐证我们在模型中关于生产企业占

有出口收益比例的设定：一般贸易模式下生产企业占有的出口收益比

例最高，加工贸易模式下的比例最低，中介贸易模式下的比例居中。 

 

表 5                       销售利润率的比较15
 

所有出口企业 

一般贸易 0.094 

加工贸易 0.037 

中介贸易 0.062 

外资出口企业 

一般贸易 0.068 

加工贸易 0.034 

中介贸易 0.058 

内资出口企业 

一般贸易 0.105 

加工贸易 0.051 

中介贸易 0.066 

外资纯出口企业 

一般贸易 0.043 

加工贸易 0.024 

中介贸易 0.035 

内资纯出口企业 

一般贸易 0.036 

加工贸易 0.032 

中介贸易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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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总销售额。 



 

 

六、主要结论与启示 

在标准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中，为了弥补国外市场额外的进入成

本，企业必须具有较高的生产率，也就是说，出口是高生产率企业的

自发选择。本文将所有权结构和贸易方式引入标准的异质企业贸易模

型，对企业出口行为与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扩展性研究。在引入所有

权结构和出口贸易方式之后，生产率的高低不再是企业能否参与出口

市场的唯一决定因素。在特定的所有权结构和出口贸易方式下，生产

企业可以部分地规避或转移国外市场进入成本，并为此让渡一部分国

外市场销售收益。由此，生产企业的出口决策过程不再是“生产成本、

国外市场进入成本和国外市场收益之间的权衡”，而是“生产成本、生

产企业自身必须支付的国外市场进入成本和生产企业能够占有的国

外市场收益之间的权衡”。在这样的出口决策过程中，企业出口行为

与生产率的关系不同于标准异质企业贸易模型的判断。 

本文理论分析的基本结论有两个。首先是对出口与内销的临界生

产率的比较，也就是对“出口是高生产率企业的自发选择”这一流行观

点的分析。本文的理论分析表明，从事一般贸易的外资纯出口企业的

生产率低于纯内销企业；从事中介贸易模式的内资和外资纯出口企业

的生产率低于纯内销企业。这刚好与流行的观点相悖，即存在“生产

率悖论”。其次是对不同贸易模式下出口临界生产率的比较。根据理

论模型的分析，在外资纯出口企业中，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最高，一

般贸易企业生产率最低，中介贸易企业生产率居中；在内资纯出口企

业中，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最高，中介贸易企业生产率最低，一般贸



 

 

易企业的生产率居中。 

针对理论分析的结论，利用我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和海关进出

口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首先，计量结果能够支持理论模型关于“生产

率悖论”的判断。在我国的外资企业中，一般贸易纯出口企业和中介

贸易纯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低于纯内销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在我

国的内资企业中，中介贸易纯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低于纯内销企业，存

在“生产率悖论”。其次，在纯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排序方面，计量结果

也能够支持理论分析的结论。在我国的内资纯出口企业中，加工贸易

企业生产率最高，中介贸易企业生产率最低，一般贸易企业的生产率

居中；在我国的外资纯出口企业中，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最高，一般

贸易企业生产率最低，中介贸易企业生产率居中。 

基于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到两个方面的启示。首先在理论层面，

企业为了突破国外市场进入成本的约束，高生产率水平既不是必要条

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背景下，出现了越来越多

的专门提供流通和营销服务的企业。这增加了生产企业克服国外市场

进入成本的手段和选择。生产企业既可以通过提高生产率和降低生产

成本来弥补市场进入成本，也可以通过利用专业化的中间服务来规避

或转移市场进入成本。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生产率和出口行为之间的

关系，而且会改变从贸易开放到生产率变化之间的联系机制。这应该

成为异质企业贸易理论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其次，人们通常认为加工贸易是低生产率企业的被动选择。但事

实上，我国的很多生产企业并不是因为生产率低而选择加工贸易模



 

 

式，而是因为缺乏进入国外市场的渠道以及支撑其国外市场竞争力的

品牌和知识产权等因素，不得不选择收益微薄的加工贸易模式。因此，

对于我国生产企业在开放背景下的竞争力的关注，不能仅局限于生产

率视角。在缺乏品牌、知识产权和营销渠道等因素的支撑的情况下，

高生产率既不能转变为高市场竞争力，也不能转变为高盈利。因此，

应该关注直接生产过程以外的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因素，这一点对于我

国生产企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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